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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的环境质量探讨
———兼谈环境库兹勒茨曲线理论

石超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摇 200237)

摘摇 要: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 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辨析的基

础上,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市的环境质量进行了描述和评价。 研究表明,上海市尽管部分工业

污染指标控制有力,但生活污染增长飞速,三废污染总量仍在增加;显性污染虽然改观明显,然而隐

性污染仍很严重;部分需监测的污染指标得到改善,但污染情况日趋复杂。 因此,从整体来看,该市

并未迎来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从而推翻了前人利用环境库兹勒茨曲线理论认为上海市已经迎来

拐点的结论,并为这一理论并不适于研究中国增添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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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60 年代,蕾切尔·卡森女士率先在老

牌资本主义国家间引发了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

关系的热烈论争,此后,各种思潮与运动纷涌,并最

终推动了发达国家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 我国是经

济后发展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

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和严峻。 尽管我国早在 1972 年就加入了首批国

际环境保护的行列,但走“先污染、后治理冶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老路,依然成了各地最典型的经济发

展模式。 然而,在 21 世纪这一特定的复杂历史情境

下,我国能否像前者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后,成功实现治理,走向经济增长与环境优美的协同

发展道路,尚且无解,仍待证明。
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突破 4 000 美元大关,

大致相当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也正是那个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掀起环境保护

运动的热潮。 当然,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
不同地区不可同日而语,但上海市作为我国的第一

大城市,是无可争议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相对于其

他发达地区而言,这里同时具备优良的气候条件和

环境禀赋,优越的经济区位和经济底蕴,又是我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拥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自然、经济与政治的三大组合

优势,使这里毫无争议地稳居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

的龙头,同时也成为我国新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双赢最令人期待的地区。
因此对上海市的环境质量进行探讨,一定程度上可

视为研究我国是否将迎来环境质量整体改善的逻辑

起点。

二、相关理论及前人研究综述

发展经济常被视为破坏环境的首因,但经济增

长是人类财富不断增长的源泉,自蕾切尔·卡森挑

起论战以来,如何对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已逐渐

成为世界性的重要论题。
1. 相关理论

几十年来,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理

论和观点不少,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一是以 IPAT 为等式,以《人口爆炸》
和《增长的极限》为基本论调所代表的悲观派理论;
二是以经济学家为主打提出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为代表的乐观派理论。
早在 1971 年,Ehrlich 提出了著名的 IPAT 等

式,即人类对环境或资源的影响由人口数量、富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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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技术三者共同决定( I=PAT 即 Impact = Pop鄄
ulation伊 Affluence 伊 Technology) [1鄄2] 在这一等式中,
自然环境和资源会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以及技术

的发展而不断恶化和破坏。
与 IPAT 理论论调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是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
Grossman 等[3鄄4],Shafik 等 [5],Panayotou [6]以及 Ho鄄
ltz鄄Eakin 等[7]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不少国家和

地区的城市空气质量和水污染指标(如二氧化硫、
微细烟尘、悬浮颗粒物、河水含氧量、COD、河水粪源

大肠杆菌、河水重金属污染等)中的多数指标并未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恶化,而是出现首先随经济增长

污染加大,随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水平后,环境

质量转而随经济持续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特征。 若以

经济增长为横坐标,以环境质量为纵坐标,两者之间

会出现类似于经济学经典理论关于人均收入差异与

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库兹涅茨冶倒“U冶型分布,因以

称其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冶 理论 (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图 1)。

图 1摇 EKC 理论模型示意图

表 1摇 有关上海市 EKC 曲线的主要研究成果

环境指标 数据时长 研究主要结论 研究者

水质、空气质量指数 1978—1998 近 20 年环境经济演变过程表现出了一定的
环境库兹涅茨特征 袁雯,杨凯[9]

烟尘、工业废水、工业 COD 和 SO2 1981—2005
4 项环境指标同人均 GDP 的拟合曲线均呈
现倒 U 形,且均已跨越拐点,进入了 EKC 曲
线右侧

彭立颖,童行伟,沈永林[10]

工业“三废冶排放量 1981—2007
工业废水、COD、工业粉尘近似为倒 U 型,目
前已处于下降阶段;工业 SO2、固废与经济增
长在样本区间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常宁,李娜[11]

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烟尘 1985—2005
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处于“正 U 型冶曲线的
下降期;工业废气呈“倒 U冶型;总体上,经济
增长与综合环境污染呈“正 U冶曲线

沈锋[12]

相比 IPAT 理论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显然

更符合大多数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追求经济增长

的心理,也给后发展中国家输入了经济增长和环境

改善的信心和希望,因此在经济学界迅速成为许多

国家的基本标准、原则和教条[8]。 而且这一假设理

论自被提出以来,又相继被更多的学者所证实,更增

强了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我国显然也受到这一

理论的深刻影响,多年来持续以 GDP 增长为指挥棒

的发展思想,事实上就暗含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

依赖,意即期望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可以自然而然

地解决环境问题。
2. 上海市的相关研究

我国不少学者利用 EKC 理论对上海市的环境

质量进行过探讨,研究结论大多认为,上海市的环境

质量已迈过倒“U冶曲线的拐点,环境污染开始呈下

降趋势(表 1)。 根据 Grossman 与 Krueger 的研究,
对于不同的污染物,倒“U冶曲线拐点出现的时间有

早晚,有些早在人均 GDP 达 3 000 美元左右即已出

现,甚至更早,有些则要万余美元,但对大多数污染

物来说,这一拐点大概是在人均 GDP 8 000 美元左

右。 上海市 2008 年的人均 GDP 就已达到 8 000 美

元水平,2011 年这一数据更是达到 12 784 美元,位
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因此,这些结论似乎也符合

EKC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基本判断。
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这些成果大多单纯依靠

少数几类工业污染指标做出的判断,因此只能说明

工业污染问题,不能作为对环境质量的总体判断。
进一步地细致对比还会发现,虽然不同研究者所使

用的环境指标和数据列长大体一致,但具体对同一

细类指标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却有明显差异,甚
至矛盾。

3. EKC 理论的局限和问题

工业污染必定会带来环境破坏,但某些类型的

工业污染下降并不当然地意味着环境质量的整体提

升,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往往容易陷入歧

途。 因此,尽管最近十几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利用

EKC 理论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受相关数

据普遍欠缺的影响,使这种分析不易进行,也使不同

学者对同一地区的研究会产生相互矛盾、甚至错误

的结论。
事实上 EKC 理论尽管影响广泛,但其信度从一

开始就遭到质疑,尤其是最近,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

地发现这一理论存在问题,甚至是错误的。 我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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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学者也已意识到,中国的环境质量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没这么简单,不能直接套用这一理

论进行判断。 佘群芝[13]、钟茂初等[14] 总结了学界

对这一理论的批判,从理论的内生缺陷、理论适用的

局限性、指标的选取和计量的方法以及模型本身的

解释力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剖析后认为经济增长或

收入的提高并不能当然地意味着环境问题的解决。
其实 EKC 理论曲线的创始人之一 Grossman,虽然通

过对 66 国 1977—1988 年间的水污染变动和从

1979—1990 年间的空气污染变动情况进行的研究,
发现了不同的污染物排放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倒

“U冶型的关系[15],但他早在 1996 年就出来澄清,向
公众宣告模式的数据过于简单,因此政策含义有限。
同时他也表示没有观察到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

量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并不是像大众媒体所说的那

样,经济增长政策并不能替代环境保护政策,限制经

济增长也无法替代环境政策[16]。 所以 EKC 理论的

作用和价值其实是被后来者不断过分强化了。

淤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市环境状况公报》。

三、上海市环境质量的历时性变迁

在理论贫乏或解释力低下的情境下,回归最基

础的研究手段,对事物本身进行客观、具体和相对全

面的描述,并加以探讨和评价,或不失一种合适又实

用的方法。 本研究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 当

然,本文同样受到数据来源的种种制约,所采用的环

境质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信息、辅之

以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
官方公布的环境数据是人们获取环境信息的主

要来源。 1989 年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根据这一法律要求,各地才有了每年的环境

状况公报。 上海市自 1991 年首发,至今也不过 21
年。 公报中的环境质量类别从最初只有空气质量、
水环境、固体废物、声环境等,进入 21 世纪后逐渐扩

展到辐射环境、绿化率与生态保护、海洋环境、“菜
篮子冶产地环境等更多的方面,监测的环境指标也

逐渐增加和提升,如 1998 年开始计量城市空气质量

日报,2012 年起又开始对空气质量中的 PM 2郾 5 加

以监测和日报。 除了环境状况公报外,还有更多更

详细的信息散见于官方各相应的部门。 这些都是本

研究的重要数据基础。 但官方公布的环境质量指标

有限,而且部分年代的数据也不齐全,因此受数据欠

缺的影响,同时也为方便起见,本研究主要以最基本

和最常用的环境数据,即水环境、空气环境、固体废

物这三大类中的部分指标为基础依据,探讨上海市

环境质量的历时性变迁淤。 另外,从上海市的经济

增长来看,1995 年上海市人均 GDP 首次超过 2 000
美元(图 2),因此笔者主要对 1995 年以来的环境质

量进行分析。

图 2摇 人均 GDP 变化

1. 水环境

这里利用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COD)、废水排

放总量和总体水质变化三大指标,描述水环境质量

的变化过程。
自 1995 年以来,废水化学需氧量 ( COD) 从

1997 年开始持续下降(图 3),废水排放总量则先降

后升,总体变化不大(图 4)。 但这两项指标的减少

与水质的总体变化特征并不一致。

图 3摇 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

图 4摇 废水排放总量变化

水质是水环境状况的总体反映,它包括对水的

物理、化学和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测,是评价水环境的

重要基础指标。 数据显示,自 1997 年以来 (缺

1999—2002 年数据),上海市水质总体呈不断下滑

趋势,1998 年芋类及以上、郁类、吁类、劣吁类水质

所占比重分别为 5. 9% 、37. 9% 、38. 5% 与 17. 7% ,
到 2007 年这一数据演变为 12郾 5% 、17郾 9% 、12郾 9% 、
56郾 7% ,虽然芋类及以上水质占比有所提升,但劣吁
类水竟然占一半以上,达 56郾 7% 。

水质持续恶化的趋势在 2008 年得到逆转,劣吁
类水突降至 37% ,芋类及以上水质亦上升至 26% 。
但 2010 年吁类水和劣吁类水较前一年度比重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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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升,因此水质的逆转是应“世博冶召开而出现的

暂时现象, 还是预示着持续的改善, 尚不明确

(图 5)。

图 5摇 总体水质变化

2. 空气环境

体现空气环境的指标主要有废气排放总量、烟
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排放量,空气质量优良率,酸
雨和降尘等方面。 从数据来看,有些指标持续好转,
有些指标则持续恶化。

空气质量优良率是反映空气环境总体质量的基

本指标。 上海市自 1998 年开始才有这项环境指标

的监测数据,从数据显示来看,除个别年份外,空气

质量优良率持续好转,2010 年已达 92. 1% (图 6)。
空气质量优良率的提高,得益于一些种类的空气污

染排放量的减少。 1995 年以来,烟尘排放量持续下

降(图 7),二氧化硫排放虽有起有落,但在 2007 年

开始出现明显拐点,下降趋势明显(图 8)。 至于二

氧化氮的排放,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有稍许下降趋

势,但一直在日均值 0. 06 ~ 0. 05 mg / m3 附近徘徊。

图 6摇 空气质量优良率

图 7摇 烟尘排放量情况

然而,自 1995 年以来,废气排放总量迅猛增长

(图 9),尤其是上海市酸雨发生情况日趋严峻,酸雨

pH 值越来越低,而酸雨发生率则持续走高。 1995
年,酸雨发生率只有 13. 3% ,酸雨 pH 值为 5郾 69,但
在 2008 年酸雨发生率高达 79% ,酸雨 pH 值低至

4郾 39(图 10)。

图 8摇 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图 9摇 废气排放情况

图 10摇 酸雨及发生率

3. 固体废物

进入快速工业化以来,工业固体废物成为固体

废物的主要来源,1995 年以来,上海市工业固体废

物的产生量迅猛增长,从 2000 年的 1 354 万 t 增长

到 2010 年的 2448 万 t,其中的危险废物产生量也持

续走高,2000 年为 28 万多 t,2010 年达 51 万多 t。
当然,上海地区对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相对

我国其他地区较高,1997 年以来一直在 90% 以上,
2002 年曾达到 97. 8% ,目前保持 96%以上(图 11)。
但存量废物与增量废物共同作用,污染无可避免地

日益增长。

图 11摇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利用情况

工业废物中的危险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和毒害作

用尤其显著,不过据 2004 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工业

危险废物基本得到了处置或利用,7 年间产生的总

量为 319. 61 万 t,处理和利用量则超出这一数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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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16 万 t(图 12)。

图 12摇 工业固体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处理利用量对比

另外,垃圾是固体废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95 年以来,垃圾产生总量持续增长,其中生活垃

圾增长尤快,从 1995 年的 372 万 t,增长到 2010 年

的 732 万 t;建筑垃圾则持续降低,从 1995 年的 296
万 t 已下降至 2010 年的 158 万 t(图 13)。

图 13摇 各类垃圾产生量

综合以上对常规环境指标的数据分析来看,近
年来,一部分环境指标改善明显,一部分环境指标则

变化不大,还有一部分环境指标迅速恶化,因此不能

简单地对上海市的整体环境质量是否已迎来拐点做

出判断。

四、上海市环境质量变化特征

为进一步探讨上海市环境质量的变化特征,下
文将以上述数据为基础依据,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及

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进行分析,并总结如下:
1. 部分工业污染得到控制,生活污染增长迅猛,

三废总量继续增长

上文的图表数据明确显示,近年来,尽管不少工

业污染,如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工业 COD 和工业二

氧化硫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各种生活污染全面

且飞速增长(图 3、4、7、9、13)。 自 1995 年以来,生
活废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已经翻倍,生活废

水中的 COD 排放与生活废气排放也大幅增长。 越

来越多的生活污染种类超过工业污染排放量,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就已超过

工业污染,2010 年,生活污水已是工业污水排放量

的 5 倍,生活废水 COD 排放总量、生活烟尘排放也

在 21 世纪交接前后超过工业排放量。 生活污染比

工业污染更加分散也更难以监控,随着人口的不断

增长,生活污染还会继续增长,必然会严重影响环境

质量的总体改善。

从污染的总量来看,工业废气排放从 1995 年的

4 625 亿标准 m3 上升到 2010 年的 12 969 亿标准

m3,几乎增加了 3 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仍在

节节攀升,历年的存量污染与每年的增量污染共同

影响着上海市区;工业废水虽然下降明显,但由于生

活废水排放直线上升,排放总量仍在持续增长。 因

此从总体来看,三废总量排放都在增长。
2. 显性环境明显改观,隐形污染形势仍很严峻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冶为
主题,美化环境自然是其中的重要议题。 自 2008 年

“迎世博 500 天行动计划冶实施以来,显性环境有了

明显的改观:水质明显提高,基本上消除了黑臭现

象;烟尘、二氧化硫排放逐年减少,空气质量优良率

连续 3 年超过 90% ;上海市的环境卫生硬件设施也

有了明显的提升,市容市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但不少不易被察觉的隐形环境污染形势仍很严

峻,令人担忧。 比如被视为“空中死神冶的酸雨仍然

相当严重,2007 年以来,酸雨发生率一直高达 70%
以上,平均 pH 值则在 4. 7 以上,2008 年低至 4郾 39,
已属于腐蚀性很强的酸性雨。 此外,土壤重金属污

染问题也很严重。 有研究者发现,宝山区 7 个镇农

业用地土壤中 Cr 和 Pb 的污染普遍较严重,已影响

到农产品生产安全[17]。 据《中国企业报》报道 2011
年 9 月初,浦东康桥地区在入园、入学前的例行体检

中,部分儿童被发现血液含铅量超标。 此后有关部

门对当地 1 306 名儿童进行血铅检测,发现有 49 名

儿童血铅超标,其中以 1 到 3 岁儿童为主,这正是这

一地区的重金属污染在近年来不断恶化的表现。
3. 部分监测指标得到改善,但污染情况日趋复杂

我国已实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冶多

年,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二五冶规划研究课题

组最近的研究发现,各地政府对环境管理的目标普

遍不是以满足人体健康需求的环境质量为控制目

标,而是以完成上级指定的常规污染物减排指标为

考核目标。 从国家对环境管理的考核指标来看,目
前对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三类物质,即有毒有害有

机物、重金属、放射性物质尚未纳入减排目标。 所

以,尽管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污染

物减排,但对人群健康产生直接威胁的污染物却削

减不够[18]。 比如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重视,我国

直到 2007 年才有了《中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目前仍处

于试点和探索阶段。 虽然相对而言其他地区,上海

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较
自觉地对以上三大污染进行了控制,但问题也很突

出,加之此三大类污染一经产生后,更加难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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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更无法掌控的是,任何小地区的环境系统都会

受到更大区域环境系统的制约,受流动性影响明显

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尤其如此,沙尘、酸雨、河流水质

莫不如是,因此上海市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不可能独

善其身。 而这是一个更复杂、更难以解决的区域协

调发展问题。
4. 整体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判断拐点为时尚早

总之,上海市的环境质量改善仍存在不少艰难

的挑战。 尽管工业污染部分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仍有不少工业污染指标未得到有效控制,加之生

活污染增长迅速,且难以控制,短时间内很难发生逆

转,因此废水、废气和固废的排放总量仍会继续增

加。 显性环境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隐形污染仍

在恶化,尤其是未纳入减排指标体系的污染会继续

加重。 虽然,2008 年以来,不少环境质量指标出现

显著改善,但这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目前仍不能确

定。 加之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并非一个封闭的独立

单元,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地域环境系统的影响,所以

判断环境改善的拐点为时尚早。 更确切地说,上海

市整体环境质量全面提升的拐点并未到来。

五、结论及余论

前人利用 EKC 理论研究认为,上海市已经跨过
环境质量的拐点,但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与之相反:
上海市环境质量不仅未出现明显变优,甚至还在继

续恶化。 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当然地带来环

境质量的整体改善,环境质量是否改善不能简单地

依据某几类的工业污染指标去进行判断,因此,本研

究还为环境库兹勒茨曲线理论不适合对中国进行研

究增添了案例。
上海市作为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理应具有较

早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双赢的可能性,但目前

仍然困难重重。 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虽然早已实现

后工业结构,但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却很低,
低质量的服务业反而成为新增环境污染的主要来

源;生活污染则持续上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消

费主义的横行于世,加之普通民众环境意识仍然低

下,生活污染控制压力还会增大;环境污染的治理投

资虽然逐年增加,但相对于 GDP 的增速却在下降,
投入不够也会影响对更多环境指标的关注。 这些还

只是问题的部分,而在我国其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问题更多,困难更大。 因此,迎接我国环境质量整体

改善,任重而又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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